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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浙东学派功利主义教育思想述评 
 

陈安金 

(温州大学文化研究所，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在教育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和教学的理论和观点，形成了具有朴

素唯物主义色彩的比较系统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其中有不少精辟、独到之处，对于今天的教育实践

仍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浙东学派；教育思想；功利主义；务实；因材施教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09(2005)06-0066-13 

 
南宋浙东学派以事功思想而著称，其教育思想则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陈亮、叶适、吕

祖谦、唐仲友等代表人物，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提出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教育思想，

其蕴含的真知灼见对后世教育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总体上来把握该学派功

利主义的教育思想，即教育目的、内容、制度和方法，作为引玉之砖以求教于学界。 

一、经世致用，教育救国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高度重视教育，深刻认识到教育对于巩固统治，维持国之兴衰的重要作

用。其思想贯穿在批判以培养“醇儒”为宗旨的理学教育的过程中，体现在反对以应付科举考试

为目的的学校教育的思想中，强调教育应为现实服务，把培养学以致用、能匡世济时的“非常之

人”作为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标，这是南宋浙东学派共同的教育主张。 
唐仲友认为，对教育的重视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与兴衰，他说：“治道之缺自教始，

其复也难……教不至则刑有所不行，民之讹言莫惩也，教之未至也。”(《悦斋文钞》卷 5《八政
说》)只有重视教育才能调正风俗，因此他又说：“为国者，明教以正俗。”（《悦斋文钞》卷 8《诗
论》）概言之，要想治理好国家，其有效的办法只有抓教育，从提高人的素质着手：“行乎地者，

莫神于风，行于国者，莫神于教。治，莫善于教。”（《愚说·治教篇》）吕祖谦把振兴教育与“拯

救衰世”、“雪耻图强”联系起来，认为搞好教育可以达到整殇风化、严肃纲纪的目的，认定“时

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源，皆由讲学不明之故”。（《吕东莱文集》卷 5《与学者及诸
弟》）他提出，教育的目的为“明理”、“治心”，宗旨为“育实材而求实用”，这里的“实材”是 
指不仅具备“道”，而且能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拿出救国的具体办法，并积极投身于救国救民

的实际活动中的实干家。叶适提出兴办教育的出发点是培养选拔“材智贤能”之士，认为“图此

大事（富国强兵，恢复中原），莫先人材”，而人才则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人材之用，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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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国其民之命相关，治乱兴衰之所从出也”（《习学记言序目》卷 39），又言“夫士者，人才之
本源，立国之命系焉”（《水心别集》卷 13《科举》）。这种人才“其规营谋虑，无一身之智而有天
下之义，无一时之利而为万世之计”，能承担起“恢圣业而共治功”的重任（《水心别集》卷 13
《科举》）。陈亮则主张讲学授徒以天下大事为己任，培养能干英雄伟绩的各种人才，从而承担起

救国、保国、治国的重任。实际上，这是陈亮在自己的抗金救国大志未能付诸实施的情况下，希

望通过教育，让更多的人树立起救国保国的凌云壮志，以实现他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这也是南

宋事功学派“以适用为主”功利主义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最高目标是培养“非常之人”，即

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文武兼资，本领宏大，能开拓古今，建功立业的“雄伟豪杰之人”，这种

人有敢于“斥百家之异说”、“言当今之利害” （《陈亮集》卷 27《与徐彦才大谏》）的气魄，有
“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志向，具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质，经得起“风雨

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陈亮集》卷 28《又甲辰秋书》）的严峻考验。其最低
目标是“学为成人”，具备“智”“勇”“艺”等基本条件，能担当得起“世界轻重有无”（《陈亮

集》卷 28《又乙巳春书之一》）。他向皇帝提出“变通三策”，其中之一便是要重视教育，重视人
才培养。指出只有通过现有教育、用人、科举制度的全面改革，使士人能“成其才而充其气”(《陈

亮集》卷 27《与徐彦才大谏》)，使朝廷“任贤使能”，“尽收天下之人材，长短小大，各见诸用”

（《陈亮集》卷 11《廷对》），方能重振国势，完成复土大业。可见教育显得尤为关键。他说：“自
汉以来，其间治乱不常，往往以学校为国之先务，未尝有得一日之安而不从事焉。”（《陈亮集》

卷 14《问学校之法》）要图谋国家的兴盛，首先就必须发展教育，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 
各人在论述教育的出发点时虽然言辞表达不一，但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关于教育对于国家

兴亡的重要作用的思想却是一致的。南宋浙东学派这种以培养对国家、社会有用人才的思想，是

鉴于现实而有感而发的。南宋苟安于江南，北方金兵南侵，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而当时的

学术界和教育现状则是：理学家大谈所谓“醇儒”和“道学之士”，以教育心性为宗旨；而朝廷

教育则一味强化科举。其结果是，国家动乱之时，而“人才衰弱”。浙东学派的学者已深切体会

到如果南宋政府能使人各就其用，定能化危为安，“若淮汉千里果当固守，四处大军果当精练，

四方之才，随其大小，宜付一职，使之观事揆策，以身尝试。习熟渐久，方能舍燕安而乐粗涩，

易脆腐而为坚强，劲虏在前，行者思奋。”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认识，他们将教育的出发点定为

培养能为社会所需的实用之人。 

二、学贵务实，广通博洽 

自隋朝兴科举以来，通过科举成名则成为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读书则成了叩开仕途之门的

敲门砖。由于教育的宗旨和目标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所决定，浙东学派对教学内容也提出实事

实学的要求。科举考试内容空洞无物，尽是那些无用的“程式之文”和为人所轻的“黄策子”，

中举者多缺乏真才实学，学与用严重脱离。正如吕祖谦所说：“后世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观国家

之事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异时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以天下之事，便都是杜撰。”

（吕东莱文集卷 16《周礼记》）叶适也说：“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
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则为妄作矣”（《水心别集》卷 11《经总制钱二》），从而造成“人之
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俛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隳，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

愈得志”（《水心别集》卷 10《实谋》）的恶果。陈亮也提出，在这种教育制度下，生员们埋首书
册，多数人不追求真才实学，而只以“猎取一二华言巧语，缀辑成文而为欺罔有司之具”，“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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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而厚，其材安得而成乎？”（《陈亮集》卷 14《问学校之法》）可见，这样根本不能培养出德
才兼备且对社会有实用的人才。 
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当时的教育现状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根据社会实际需要提出了各自

的观点，强调学贵务实，内容要广通博洽。 
唐仲友的教育思想精髓部分之一就是“学贵务实，经世致用”，他说：“为学之道，在于务实，

而专心务实则可用，专心则有功，此学之大要也。画地为饼，无救于饥，紵絮三千，无益于寒。

学而不务实，其无用亦犹是也。”（《悦斋文钞》卷 8《学论》）将学不务实之结果比喻得何等的通
俗与透彻！ 

吕祖谦指出读书学习当“求实用”。“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

无所用，学将何为也邪？”（《吕东莱文集》卷 20《杂说》）而读圣贤之经典，尤以能用于事为贵。
“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或有一听老

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人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吕东莱文

集》卷 20《杂说》）从读书讲究实用出发，学者必须具备务实的精神，他说：“大抵为学，不可令
虚声多，实事少，非畏标榜之祸也，当互相激扬之时，本心已不实，学问已无本矣”。（《吕东莱

文集》卷 20《杂说》）他这一观点与叶适批判理学家“虚声多而实力少”的观点是一致的。 
陈亮认为，设立学校不仅是对人进行道德教育，还应使人掌握各方面的技艺和才能，使其能

适应社会的各种需要。他说：“三代立学于天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乐、射、御、书、数，

所以广其心而久于其道也”（《陈亮集》卷 14《问学校之法》）。“天子设学校于行都，使之群居切
磨，朝暮讲究，斥百家之异说而不以为诞，言当今之利害而不以为狂，所以养成其才而充其气也”

（《陈亮集》卷 27《与徐彦才大谏》）。故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各种史书，抑或诸类兵家、山川、
形势、量度权衡、官民商农等知识皆应成为教育的内容，以面向现实，切于实事，符合经世致用

的要求。唐仲友也认为学艺是求学者所不可缺少的。他说：“古之学者兼于艺”（《悦斋文钞》卷 8
《道艺论》）。他拿古代的周公、孔子两大圣人来批驳那些看不起艺技的伪君子，他说：“古之学

者其兼于艺可谓勤矣，后世不然，《礼》、《乐》不素习，曰：‘吾将求其义’。《射》不屑为，曰：

‘吾将专其文’。《书》、《数》不求精，曰：‘吾将志其大’。见簠簋笾豆牲牢珪币之陈，则曰：‘彼

有司存焉’……周公大圣人也，而曰：‘多材多艺’。孔子大圣人也，而曰：‘执射执御’。况下于

周孔者而可耻于艺乎？”（《悦斋文钞》卷 8《道艺论》） 
而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在批判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强调用儒家经典中的“治心修性之学”

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的同时，提出事功实学同样存在于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之学中。所不同的是

理学教育家们只是阐发天理性命的内容，如所谓“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

（《学规类编•丛书集成初编》）而浙东学派的学者则重在挖掘其中的经世致用的事功实学知识。

他们认为讲授儒家经典的目的不是让受教育者用儒家的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而是

应该在深刻领会“六经之大旨”的基础上，面向现实，切于实事，学以致用，更好地为国家、社

会建功立业，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圣人作经之大旨”。陈亮指出，学习《六经》，主要应学孔

子的经世思想。他认为，孔子“进而经世，退而著书”（《陈亮集》卷 19《杨雄度越诸子》），而《六
经》实际上是孔子的经世之作，特别是《春秋》，更是其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故《六经》之外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也都具有“切于世用而不悖于圣人”（《陈亮集》卷 19《杨
雄度越诸子》）的思想。所以陈亮强调必须把儒家经典作为古代文献，将其看成是对古代历史的

总结，从中找出成败兴亡的经验教训，作为当今兴功立业的借鉴。那些直接经世致用的历史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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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 
叶适主张教育内容要广博。他在《进卷》中所论述的内容，涉及到纲纪、治势、国本、民事、

法度、财计、军旅、纪制、官法、兵权、士学、学校、科举、铨选、资格、赋税、役法等许多方

面。叶适还十分重视艺能，提倡学艺能以理百事，他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提出：“古人未有不

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以使协其居者”。虽然，他并不主张学生一定要直接去从事耕作、操练艺术，

但认为这些知识是佐治人才必须知晓的学问，是培养人才进行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唐仲友认为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既不能求之太缓，也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端

庄严肃，否则适得其反。因此他说：“教，不可以有慢心，亦不可以有急心，临之不荘，人将我

侮，求之太速，人将我欺，正己而缓于人，其庶几乎？”（《愚说·治教篇》）但当时教育制度松

弛，学校秩序混乱，是南宋官学的一大弊病。南宋浙东学派对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所存在的各种

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逐渐使之理论化、系统化。 
叶适主张：“法度不立，而学为不用”（《水心别集》卷 3《进卷·士学下》），只有建立起正常

良好的教学秩序，形成一套严格的管理规章制度，才能提高教学质量，使人才的培养有可靠的保

障。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虽设有各级官学，但由于“无取世之法，无考察之意，学官与诸生泛泛

焉不相知名，无教无劝。幸其岁满，则掉臂而去”。贤能者不屑入学，而昏眊者聚于学，学校遂

成“弃材之地”。因而他提出国家在重视太学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对州县学校的整顿和考察，州

县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基石。叶适建议“州县之学，宜使考察，上于监司，闻于礼部，达于天子，

其卓然成德者，或进于太学，或遂官之。”（《水心别集》卷 13《学校》）这样才能使人才不断得到
进一步的培养和锻炼，使之不至于半途而废。 
当时的科举制度，“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陈亮集》卷 34《东阳郭德麟哀辞》），使

“才者以跅驰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陈亮集》卷 1《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更可悲的是
造就了一批“抱规矩准绳之大器，爱毫发丝粟之小才”（《陈亮集》卷 26《谢曾察院啓》）的社会
人才。各类学校，无论是中央的太学，还是地方的各级郡县之学，抑或是乡村的私塾，实际上无

不以应科举做官求名为目的，社会教育和人们的学习目的已走上歧路，教育则成了科举的工具。

社会上追名逐利之风盛行，官场之风败坏，“奔竞成风，干谒盈门，较权势之轻重，不胜其求。”

（《水心别集》卷 13《荐举》）叶适认为这种陋习始于秦桧当政以来，“及秦桧为相，务使诸生为
无廉耻以媚己，而以小利啗之，阴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风。献颂拜表，希望恩泽，一有不及，

谤议喧然，故至于今日，太学尤弊。”（《习学记言序目》卷 44《荀子·劝学》）浙东学派的学者们
对这种风气和腐朽的选拔人才、任免官吏的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并提出了一系

列改革措施。 
宋代任官“循资格”“论资排辈”，“阶官，则升改于荐削而叙进于年劳；列职，则平进于资

格而躐用于堂除；禄，则视其品之崇庳而随所涖之厚薄；地，则立五等之虚封而为郊祀之常典；

文武之贴职，则又以均出入之劳而不必其真有功也”，陈亮则大声疾呼：“此尚可久而不变乎？荐

举、磨勘之弊，若之何而可革？资格、堂除之法，若之何而可久？”（《陈亮集》卷 14《问任官之
法》）叶适则指出：“无有流品，无有贤否，由出身而关升。……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而已矣。

若是而欲以举贤才，起治功，其可得乎？”（《水心别集》卷 12《资格》）而这样则只能导致“人
皆弃贤而为愚，治道日坏而不自知”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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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荫补”制度，叶适认为：“人臣不以道而得贵仕者，在其元身自宜削夺，而今也子孙

仕宦，不知艺极，骄侈无忌，自称世家，将传世之所谓贤者何以劝焉？”（《水心别集》卷 13《任
子》）难怪要发出这样的责问：“岂以为是庸庸无所短长之士，而必使继世为之邪？”（《水心别集》

卷 13《任子》）故“天下患公卿士大夫之子弟不学无能而多取天子之爵禄”（《水心别集》卷 3《官
法上》）。他提出，即使真的要实行这种制度，也应该针对那些“职任功效或见称于天下”的有功

之臣，并“稽其人之有功无功，贤与不贤”（《水心别集》卷 13《任子》），视情况考虑是否给予“荫
补”。而对于一般“公卿大夫之子弟”，应该“养之于学校，择天下之明师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才

器卓然，可以为国家用，则于此乎官使之”（《水心别集》卷 13《任子》）。实际上，此批判不是从
根本上加以否定，但在这里明确指出了以学校教育来弥补其弊端的实际意义。 
对于“荐举”制，叶适指出：“何谓‘荐举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荐举天下之卑官，宜若为

善法矣，而今乃为大害。”（《水心别集》卷 13《荐举》）而这种荐举制度是导致许多人献媚权贵，
败坏社会风气的一个罪恶之源。“卑身屈体以求之，仆隶贱人之所耻者而不耻也，此岂复有其中

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脱乎此也，抗颜壮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为卑身屈体之状以进焉，彼

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则以此荐举，以此举人”。（《水心别集》卷 13《荐举》）他认为要革除
其弊端则必须严格荐举制度，对被荐举者进行实绩考察，如果其“积日计月而无在官之过”，则

可以“循至于次第之京官，毋必举焉”（《水心别集》卷 13《荐举》）。对荐举者奖其“荐举之明”，
惩其“荐举之失”。荐举者如果“不困于求者之多，庶几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举其贤能以报上

矣”（《水心别集》卷 13《荐举》），那么“则庶几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为是
卑身屈体以求之，而仆隶贱人之所耻者亦或知耻矣”。（《水心别集》卷 13《荐举》） 
储才养士是任官的基础，而学校教育则是储才养士的基石，改革学校教育乃当务之急。学者

们对现存教育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改革措施，但终究无法从根本上认识

造成这些流弊的本源乃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局限。 

四、承前启后，独树一帜 

除上述对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制度的改革主张外，浙东学派的学者们还对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这是他们长期读书和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 
对于教育者而言，要以身赋教，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求同存异以求教学相长。 
他们批评那些“徒守其师传之妄以教人”的“陋儒”（《习学记言序目》卷 44《荀子·劝学》）

认为师者必须自身在德才上过硬。唐仲友说：“持不圆之规，不足以为轮。引不直之绳，不足以

为矢。”（《愚说·治教篇》）只有自身摆正，经过言传身教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老师没有尽

心尽职就可以从学生身上反映出来。反之也一样，他说：“善为教者，反诸身而已。枝瘁，必其

根之枯；影曲，必其木之枉；察之于彼，反之于此，薄反吾仁，偷反吾性，慢反吾礼。身正而教，

不行未之有也。”（《愚说·治教篇》）而且，他还认为，“自身正”在治教中起着主导地位，比被

所治教人的因素还要重要。同时从学以致用的教育宗旨出发，陈亮认为应使学习者树立起这样的

观念，即注重实际，从社会现实出发，来考察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成败得失，并培养他们解决现

实社会各种问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则需经受千锤百炼，承受各种社会实践的考验。他说：

“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只是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

有精粗，岂其于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哉。”（《陈亮集》卷 28《又乙巳春书之一》） 
世界上的人是错综复杂的，有聪颖，有愚鲁，有敏捷，有迟钝之分，如何让不同脾性的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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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良好教育并有所得是件不容易的事，这要根据其具体的特性来加以调教感悟。唐仲友说：“以

德行道艺教民以《诗》、《书》、《礼》、《乐》造士人，皆自尽其才以力于学，其大而为圣人者，固

已无所不通，其次为贤为士君子亦各以其所能表见于世，下而医卜祝史之流皆世其业，虽至衰世，

其子孙犹能守先人之典籍，各举其职见于问答之间。”（《悦斋文钞》卷 8《学论》）不同的人在不
同的发展阶段，对知识的接受能力是不同的，教育者应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陈亮说：

“童子以记诵为能，少壮以学识为本，老成以德业为重。年运而往，则所该愈广，所求愈众”。（《陈

亮集》卷 24《赠武川陈童子序》）吕祖谦主张教育者应根据“人资质各有利钝，规模各有大小”
（《吕东莱文集》卷 5《与学者及诸弟》）的特点，加以诱导，不能强求划一，统一施教。 
他们主张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师生间都应该求同存异，互相探讨，以求教学相长。学者们

认为即使“道合志同之志”者也总会有许多分歧，正如吕祖谦所说：“人之相与，虽道合志同之

至，亦不能无异同”（《吕东莱文集》卷 20《杂说》）为学若“任私心而行，私心所喜则感，不喜
则不感；所见者感，所不见者不感，如此则感浅狭”。（《吕东莱文集》卷 13《易说·咸》）他们提
倡不同的学术观点要泛观广接，以求“兼取众长”，获得提高。“为学最要识向背”，这是学者能

否取得较大成就的关键。陈亮在其讲学的讲义结尾多有“与诸君参考同异”、“与诸君商榷”、“试

与诸君共之”、“吾将与诸君共学焉”（《陈亮集》卷 10《六经发题、语孟发题》）之类的话，可见
他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叶适也大力提倡师友间的相互讲习和学习，认为《礼记》中所说的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是很有见地的，称赞孔子倡导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

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文人相轻、相互攻讦之鄙习，古已

有之，因人废言，因言废人充斥每个朝代，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此，唐仲友认为：

“不专主一说，不务为苟同，隐之于心，稽之于圣人，合者取之，疑者阙之。”（《苏平仲文集》

卷 5《说斋先生文粹序》） 
对于受教育者，学者们则提出要敢于存疑，勇于创新，寻根问底，应该有“知其所以然”的

精神，强调“看书须存长久之心”，认为学无止境，要不“讳过自足”。 
吕祖谦鼓励学生“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合，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吕

东莱文集》卷 20《杂》）他还说：“学者，……欲进之则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则不可进乎道矣。故
成心存则自处以不疑，成心亡，然后知所疑，小疑必小进，大疑必大进”。（《吕东莱文集》卷 20
《杂》）可见，存疑对于求学具有的独特作用。光存疑还不够，关键是要跳出藩篱，形成自己的

独立见解。叶适也提出，在学习中切忌人云亦云，应勇于创新，形成自己的见解，即使是粗糙的，

不成熟的，也胜过沿袭他人之说，“譬之人家觞客，或虽金银器照座，然不免于假借。自家罗列

仅瓷缶瓦杯，然却是自家物色”。（吴子良：《林下偶谈》卷 2“叶适与陈耆卿对话”条） 
而“学者最不可悠悠”，学习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陈亮认为，

学习不能只知皮毛，不解其意，应该学一门专一门。他指出：“士之于学，农之于田，朝斯夕斯，

舍是奚安！……不虔不力，误我丰年。工贵其久，业贵其专。”（《陈亮集》卷 10《耘斋铭》）吕祖
谦提出“看书须存长久之心”（《吕东莱文集》卷 20《杂说》）。他说：“大抵立天下之功，必悠久
胶固，然后能成。若振动躁扰，皆作易辍，安能成功？”（《吕东莱文集》卷 13《易说·恒》）为
此，他要求学生“肆业有常，日记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一岁无过百

日，过百日者，同志共摈之。”（《吕东莱文集》卷 10《乾道五年学规》）不光如此，学习者还要认
识到学习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凡读书，临事曾去里面讲究理会，便见得不容易，岂敢妄言。凡

言之轻发而不知难者，以不曾下夫也。”（《吕东莱文集》卷 17《论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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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知不易，学者们鼓励学生学习要勤奋，下苦功，孜孜以求，并指出学习是无止境的。“学

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人皆病学者自以为是，但

恐其未尝学耳，使其果用力于学，则必将自进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不能自反自强，皆非

真知者也。”（《吕东莱文集》卷 16《礼记说》）进而他指出凡是好向别人炫耀的人，一般也是没有
学问的人。“无文学者，恐人轻其无文学，必外以辞采自炫，实有者却不如此。”（《吕东莱文集》

卷 12《易说·谦》）唐仲友强调刻苦、专心对学习的重要，他说：“奕秋，小数也，专心致志而后
有所得；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学而能专心，其有功亦犹是也。”（《悦斋文钞》卷 8
《学论》）陈亮也要求教育者必须“孜孜不倦”，在求学的道路上“不自满足”，强调“君子之道，

不以其所已能者为足，而尝以其未能者为歉，一日课一日之功，月异而岁不同，孜孜矻矻，死而

后已。”（《陈亮集》卷 24《赠武川陈童子序》） 
综上所述，南宋浙东学派从分析当时的教育现状出发，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

之心，立足事功，始终围绕“学贵务实”、“经世致用”、“因人施教”、“学兼艺事”这些实用之学，

大胆抨击传统的教育制度，否定“桎梏人才”的科举制度。针对当时教育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病提

出了改革教育制度以“拯救衰世”、“雪耻图强”，并具体阐述了教育所涵盖的内容，论述改革教

育制度的措施，还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提出了详细、具体的要求。其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在批判

中系统化，在教育实践中完整化，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有不可抹杀的重要意义。诚

然，南宋浙东学派的教育思想较多的是针对当时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是对他们自己具体教育实

践的体会和总结，因而缺乏更深层次、更精密的研究。同时，对南宋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批评，

讲了些过头话，这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造成的，在总体上毕竟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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